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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当如傅青主
郝岳才

晋阳名士刘大鹏先生，
爱书、读书、教书、著书，一
生都离不开书。他的作品
有千余万字，虽然大部分散
失，但就现在正式出版的
《晋祠志》《晋水志》（第一
册）就达百余万言；去年影
印出版的《退想斋日记》（以
下简称《日记》），600 余万
字，只是他所有著作中很少
的一部分。如此皇皇巨著，
需要深厚的知识积累，没有
大量的阅读是办不到的。
刘家在当时也只是个普通
农家，甚至可以说贫穷，这
么多书绝对不可能全部买
回来，他是通过什么渠道阅
读的呢？我们从他的遗著，
特别是《日记》中的蛛丝马
迹可略窥一斑。

刘大鹏先生的父亲刘
明老先生，思想开明，很重视教育，极
力督促儿孙们读书学习、扩张眼界。
他曾说：“富贵由天定，非读书所能贫
也，况吾家本贫，读固贫，不读亦未必
不贫，吾子吾孙安可以不读乎？”所以
刘家尽管不富，但也竭尽全力供子孙
读书。

刘大鹏先生 9 岁时，就在本村宿
儒刘丽中先生的私塾开蒙读书。后
入太原县桐封书院、省城崇修书院进
修，前后 30余年，系统地读了诸子百
家。除此外，他还喜欢看兵书战策、
自然科学、时事政治等方面的书籍和
报刊，学得很杂。如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正月初六的《日记》中，就有他
阅读《几何算学原本》的记录，正所谓
人们常说的“闲书不闲，开卷有益”。
他一辈子与书结缘，直到晚年仍“四
书五经留于心中，不至全失”。甚至
在他去世前数月，已经被病痛折磨得
偃卧在床，仍然默默背诵儒家经典中
的章节。

刘大鹏先生阅读了海量的书，来
源于何处呢？他的父亲刘明，曾在太
谷县李满庄经营过木材生意，家境稍
宽裕时，他自己买一点书，但量很少。
《日记》中第一次买书记录是在清光绪
十九年（1893）七月初四，他去晋祠赶
庙会，在一个杂货摊上见有一部《三国
志》出售，他爱不释手，倾其所有，花了

“三百廿钱”买到手，“如获至宝”。
《日记》中还记述：清光绪二十一

年（1895）他赴北京参加会试，游览京
城最大的书市琉璃厂，但见“经史子
集，如山如阜，如入兰台之室，（令人）
目眩神迷。有平生未见之书，浏览翻
阅，爱不释手者甚多。恨己贫穷，莫
能多购”。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平时也常有好友赠送礼物，若是
其他东西，刘大鹏先生能拒绝的都要
拒绝，但如果是笔墨纸砚等案头用
品，特别是书籍，则来者不拒。有时
他也托外出的朋友代买，但主要是借
阅、抄录。他文化界、教育界的朋友
多，诗书交流是常有的事。

刘大鹏先生有多年的教学经历，
特别是在他中举人后，从清光绪二十
二年（1896）开始，到太谷县南席村票

号商人武家当私塾先生，
前后 13 年。授课之余，有
大量的时间可用于阅读和
写作。南席村晋商多，有
钱人多，读书人也多，那些
人家藏书丰富，借阅十分
方便。而且还能看到官方
公开的公文、朝廷大臣们
的奏疏。《日记》中就有很
多他阅读曾国藩、李鸿章、
刚毅、倭仁等当时朝廷重
臣奏疏的记录。这不仅使
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更关
注时事政治。

当私塾先生后，他有了
稳定的收入，有能力买书
了。他到南席村坐馆第一
年九月初八的《日记》载：

“弟子武人瑞自京来归，为
余捎买一箱书籍。有《御纂
七经》共 16套；《御批通鉴辑

览》两大套，共 24本；《皇朝经世文编》
4 套，共 24 本，贺耦耕辑；《皇朝经世
文续编》两套，共 24本，葛子源辑；《康
熙字典》1部，洋版。”这次购书，应该
是他出手最大方的一次。

随着刘大鹏对考取科举功名的
日益淡薄，他更注重于自己撰述，阅
读的目的大多出于写书的需要。榆
次车辋村常家，经商、教育并重，是清
代著名的“儒商世家”，出过多位进
士、举人，秀才就有 100多名，创办了
山西最早的私立新式学堂，涌现出了
常遇春、常赞春等数十位著作颇丰的
学者、教育家，常家设有“石芸轩书
院”，藏书颇丰。车辋村距刘大鹏执
教的太谷县南席村不远，他在编撰
《刘氏家谱》时，就曾去常家参阅有关
谱牒、姓氏源流方面的书籍。

刘大鹏于清宣统元年（1909）辞
去私塾先生一职，回到家乡赤桥村。
进入上世纪 20年代以后，他曾被推为
山西省咨议局议员、太原县议会议
长、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特别委员。
出任过县教育会副会长、县立女子小
学校长以及太原县商会特别会董、县
清查财政公所经理和公款局经理等
职。还和友人合作经营过煤窑，主持
修葺晋祠古建筑工程……他的大部
分时间都忙于社会活动、公益事业，
以及家庭事务，即使如此，他也没有
停下手中的笔和阅读。在家境尚可
时，曾一度订阅天津《益世报》、山西
《山西政报》《并州日报》。当时，晋祠
设有“民众教育馆”，他常把馆里的
书、报借回家阅读、抄录，也买过《太
平御览》等少量喜欢的书籍。

上世纪 30年代以后，刘家日益贫
困，连订报的钱也拿不出来，更不要说
买书了，但他爱书成癖，仍能想办法通
过各种渠道得到读物。如山西辛亥革
命元老、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将军，
曾大力支持刘大鹏修葺晋祠，两人结
为好友。黄旅长是位儒将，酷爱读书，
也有很多书报，他在晋祠建有别墅，经
常派人把书籍、报纸借给刘大鹏阅读，
有的读物就干脆奉送了。

乡贤刘大鹏先生博览群书，学以
致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傅山先生是 17 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者，在哲学、史学、文
学、书法、绘画及医学诸方面，都有深刻的见地与重要建树。先生的
成就，高尚的人格与天资之外，直接源之于终身读书与经世致用的
社会实践。也难怪清人如此评价傅山先生：“博极群书，时称学海。”
读书是傅山先生的一种习惯、一种癖好、一种消遣娱乐，是他生活不
可或缺的部分。从少年时代，一直到生命尽头，他无日不在读书，即
便身在旅途，囚拘牢狱，也从未间断。清顺治十一年（1654）6月至次
年 7月，受宋谦案牵连被捕入狱，他依然潜心于经子与佛道研读，作
《太原三先生传》《开我慧者》，传太原文人正气，传读书作学问之
法。清康熙二年（1663）4月，在经清化至辉县拜访孙奇峰于百泉间，
他一路辛劳却手不释卷，以小草、行书乃至大字行、草手录子书并加
以批注，被清咸丰年间文人摹刻为传世《百泉帖》。傅山先生的读书
与治学观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体会：

其一，读书需博闻强记，而且要在记忆力旺盛的弱冠年华多读多
背多记，不断积累、积淀。他曾为子侄讲述自己青年时代强化记忆的
故事。弱冠时，尝与家中西席马生较劲记性，以53篇文章比试。结果
年长的马生一天下来仅背得四五篇，自己一早即35篇上口，而且不爽
一字。傅山以此告诫子侄，并非自己天资高于西席马生，“此时正是精
神健旺之会，当不得专心致志三四年”，“然如此能记时，亦不过六七年
耳。出三十则减五六，四十则减去八九，随看随忘，如隔世事矣”。这
是傅山先生读书与治学实践的体会，一个人最佳的记忆年龄也不过五
六年，一旦误过，追悔莫及。记忆是读书的基本功，也是治学的前提，
必须牢牢把握弱冠之年的黄金年龄，记忆、储存前人优秀成果。

其二，读书包括著书，要反复精读，“非颠倒数十百过不可”，需
勤学、勤问、勤查书，不要苟且了事。更不要“读死书”“死读书”，读
书要明辨是非，取是去非，吸收有益有用的东西。他说：“不拘甚事，
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读书尤着不得一
依傍之义”。所谓“不依傍”，就是要独立思考，自出新意，自成一
家。世间事物在不断变化，所谓“新”“旧”，都是相对的，不是一成不
变的。既名为读书人，就应该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昨日新，前
日陈；昨日陈，今日新；此时新，转眼陈。”“读书如观化，今昨无所
住。”客观事物既然在不断变化，一个人的知识学问，也就应该与日
俱进，随时俱变。在他批注的子书中，就表现出这种精神。

其三，读书与治学要专精与博综相结合。所谓专精，包含有两
层含义，一是“专精下苦”，一是俗话说的“一通百通”。傅山先生在
解释“专精”时说：“读书不可贪多，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打得破
时，便处处皆融。”他在《家训》中教子孙如此熟读《左传》：“作一安身
立命之所，作人、养性、学问，都向此中求之。”傅山虽然提倡专精，但
并不满足于专研一书，而是通过一书打好学习基础，为进一步“博
综”创造条件。他说自己“至三十四、五，始务博综”。其同学戴廷栻
说他“二十以后，便读十三经、诸子”，以及宋以前的史书和佛经、道
藏。他自己也说，“吾当二十上下时，读《文选》京、都诸赋”。可见从
二十岁开始，他已博览群书，为后来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他在《训子侄》中说：“除经书外，《史记》《汉书》《战国策》
《国语》《左传》《离骚》《庄子》《管子》，皆须细读。其余任其性之所喜
者，略之而已。”把经、史、子、集的几部主要书籍，都加以细读，就是
为了达到博而精的目的。

傅山先生的读书方法，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批注。读书时，把自己认为的重点和见解，用墨笔或朱笔，

批在书眉、书缝之间，对于十三经、十七史，他都下过这样的功夫。
二是札记。边读书边作笔记，有的札记，还经过再一次的提炼

和修饰，他的《荀子》《淮南子》手稿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是索引。编写索引，现在已经成为专门的学科，但在 300多年

前，傅山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先后编写完成《春秋人物
韵》《地名韵》《两汉书姓名韵》。

四是删订。比如欧阳修的《五代史》，他认为有优
点也有缺点，需“删削冗繁，而与其称谓不当者尽深涂

易之以正名”。
傅山先生生前，除戴廷栻刊刻的《晋四人诗》中收录其

少量诗、赋外，再无诗文著述刊刻，直到清乾隆十二年
（1747）才由张耀先广泛搜罗刻成《霜红龛集》行世，并被后
世不断将散落民间的诗文补入。究其原因，不仅仅是他自
述的“著述无时亦无地”，更在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

神。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批注的《荀子》《淮南子》
读书札记为定本，但鉴于他学识渊博、眼光犀
利以及读书方法的缜密，纵然自己不认为是精
品，却已不愧于列入著作之林了。可以这样说，

傅山先生读书也正是在著书，至少是在储备著书
的材料。傅山先生的学术思想更多体现在对
于经史与诸子典籍的批注、札记、索引中，这也

是他学术思想最重要的载体与表现形式。


